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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研究将语言视为理解世界和建构文化的主要手段，这为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跨文化交际过程提供

了可能，而话语分析对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诸多因素辩证关系的研究，也为探索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人

之间交流提供了借鉴。文化研究与话语研究的结合，促使我们提出一个“再情景化模式”的分析框架，通

过解释这个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对跨文化交际的具体案例进行话语的解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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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

在西方哲学不再将认识事物的本质作为研究

的动力和终极目标，而是将如何表述事物的本质

作为研究的重心时，西方哲学家发现“真理”与表

述“真理”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将研究的重

心转向语言的表述与建构作用。西方哲学的这种

语言学转向最初体现在奥斯汀( Austin) ［1］和塞尔

( Searle) ［2］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上面。然而，在

20 世纪中叶出现“语言转向”的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却不只是哲学，文化研究也是如此。文化研究

学者也认识到，语言是人们理解世界和建构文化

的主要 手 段 和 媒 介。正 如 巴 克 和 格 拉 辛 斯 基

( Barker ＆ Galasinski) ［3］所言，任何文化研究，即

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研究，都是对语言的意义研究，

是对意义的产生和传递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研究对语言及意义的关注构成了文化研究的

语言转向。
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对探索跨文化交际提供

了新的路径。霍尔( Hall) ［4］在谈论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时曾说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人对

他所经历的事物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可以进一

步理解为: 不同文化中的人，其经历有所不同，因

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事物的表述也不同。关

于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的不同经历，我们

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

社会文化中的人，就与西方人的经历有所不同，而

且这种不同不仅是经历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这种

不同的经历导致在语言表达方面产生出很多的差

异。如我们使用的概念和词汇，包括“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反腐倡廉”等等，在西方学者表述他

们经历的社会变革时就不可能出现。这些概念是

某种特殊的经历所特有的，也是某种特殊表达方

式的基础和前提。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不同话语体系

之间的交流，其交流机制便是从语言层面的语词

和表达式的相互借用入手，最终达到意义和价值

观的相互融合。田海龙以不同学科的学术话语交

流为例，讨论了这种交流机制，本文将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将文化研究与话语研究相结合，提出一

个从话语视角探索跨文化交际的“再情景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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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在阐释和应用这个分析模式之前，我们先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厘清话语及话语体系这两个

概念。
二、话语及话语体系

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对“话语”这个

概念有着不同的解读和表述，这也构成了各种各

样关于“话语”的话语，如社会学对“话语”概念的

阐释构成社会学关于“话语”的话语，语言学对“话

语”概念的阐释构成语言学关于“话语”的话语。
在林林总总的关于“话语”的话语之中，批评话语

分析学者认为，“话语”的解读与跨文化交际机制

的探索有着更紧密的内在联系。例如，批评话语

分析学者( 如费尔克劳 Fairclough) 把“话语”理解

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6］，将“话语”这个概念

所涵盖的“语言运用”层面和与语言运用相关的

“社会因素”( 如人的因素、智力因素以及人际关系

因素) 结合在一起，为进一步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

语言如何传达意义奠定了基础。批评话语分析的

另一位学者沃达克( Wodak) 在认可这一解读的同

时，进一步指出“话语”是“围绕某一宏观主题展开

的论述”［7］，这样就有了种族歧视话语、女性话语、
恐怖主义话语、环境话语、中医话语、西医话语等

的区分。这些不同主题的话语背后实际上是不同

的领域，或曰不同的机构和利益集团。如果将这

些不同的领域进一步理解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及其

规范，沃达克如此对话语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也

为解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话语的视角。
批评话语分析者认为，“话语”一方面指人们

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 书面的和口语的) ，另

一方面还包括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这些

语言运用方式的规约。“话语”是具体使用的语言

与制约这些语言使用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

体，二者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批评话语分析领

域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话语”的概念。根据批评

话语分析对“话语”概念的解读，田海龙认为，在社

会生活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
交流对象、所在场合以及各自依托的组织和机构，

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

息、参与活动、构建身份、再现事实，形成不同领域

中相互关联的话语实践。［8］［9］在这些话语实践中，

不仅有语言运用的成分，还有与语言运用相关的

社会因素，因为语言运用体现着语言使用者自身

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以及在此基础上，语言使

用者对交流对象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所作的动态

的即时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是一个围绕语

言使用者而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诸多因素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的体系。
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话语”的话语可以抽象地

解读为“社会实践”［10］，也可以具体地解读为“关

于某个问题的陈述”［11］。这与吉一( Gee) ［12］使用

大写的 D 和小写的 d 来表示话语意义的方法异曲

同工。吉一将那些为社会所接受的、在合适的时

间和地点对合适的事物进行言说、评价、谈论的方

式统称为以大写的 D 开头的话语( Discourse) ，而

将那些具体使用的言语或篇章 ( 如会话、故事等)

统称为以小写的 d 开头的话语( discourse) 。［13］如

果将这些具体的“话语”联系起来，用一个领域( 如

政治或经济) 囊括起来，或用一个宏观话题( 如环

境或教育) 统领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政治话语”
“经济话语”以及“环境话语”和“教育话语”这些

术语。这些“话语”有一定的形态( 如语言运用的

文本) ，在一定的话题和领域相互重叠交叉，形成

一个网络联系，可称为“话语体系”［14］。
“话语体系”的概念体现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

联系，这也是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许多话语研

究案例对“互语性 ( interdiscursivity) ”和“互文性

( intertextuality) ”的分析就是如此。根据批评话语

分析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某个社会实践

( 如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 中产生的不同话语

( “政治话语”、“管理话语”) 联系起来便可以形成

一个“话语体系”。田海龙认为，与“话语秩序”的

概念体现话语及体现不同社会结构关系不同，“话

语体 系”的 概 念 强 调 不 同 话 语 体 系 之 间 的 联

系。［15］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不仅带来商

品的快速流动，也促使以语言为媒介的各种思想

广泛传播，“话语体系”概念的提出，将促进人们思

考各种话语体系如何交流互动、交错存在的问题。
从话语的视角探索跨文化交际的机制，需要

认识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关于话语体系的构

成，斯克伦夫妇 ( Scollon ＆ Scollon) ［16］认为，应包

括意识形态、社会化活动、话语形式和面子体系。
就跨文化交际而言，斯克伦夫妇认为其中任何一

个构成因素都依赖和影响其他因素，但是，一个因

素如何依赖和影响其他因素却仍然是一个需要深

入讨论的问题。我国学者陈锡喜也讨论过话语体

系的构成因素，认为“在话语体系中，概念、判断和

推理是话语的基本要素，而话语的中心思想上话

语体系的内核，各基本要素都是围绕这一内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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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17］。沿着这个脉络，田海龙认为，话语体

系的构成要素体现在“使用的语言”和使用语言所

要遵守的“社会规约”两个层面。［18］在一个特定的

话语体系中，语言使用层面需要考虑的是语言运

用形式，包括词汇、小句、文体、语域、格式，甚至是

图像; 而社会规约层面需要考虑的则是这些语言

形式所体现的内容，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知识、经

历、价值观、机构属性、以及语言使用的规则。例

如，“中医话语体系”在语言使用层面有自己的术

语和表达方式，在社会规约层面则有自己的理念、
机构和操作方式。“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也有自

己的概念、范畴和表达式，这些概念、范畴和表达

式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的，是别的国

家所没有的，因而在社会规约层面体现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实践内容。认识话语体系的这两个

层面，既可以区分其不同，又可以强调其统一，有

利于“再情景化模式”的操作。
三、再情景化模式

以上对话语和话语体系两个概念的讨论可以

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上所

述，如果文化被理解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

的语言表述，那么文化研究的核心便是探索人类

传情达意的交际活动。而且，如果不同文化间的

交际被认为是不同文化中的人将自己文化中的社

会活动推介给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同时又去理解

另一种文化中的社会活动，那么这其中的语言即

是交往的工具，也是需要理解的内容。这样，如果

语言也是跨文化交际需要理解的内容，那么语言

就不仅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社会活动，更是这种

文化中社会活动的载体，与这些社会活动一样为

这种文化所特有。因此，跨文化交际在一定程度

上是一种文化的“话语体系”与另一种文化的“话

语体系”之间的交流。
探索这种不同文化间的“话语体系”交流机制

是本文的一个任务。这里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便

是从话语角度解读跨文化交际的一个分析框架。
“再情景化 ( recontextualization) ”是一个在批评话

语分析中经常涉及的概念，指一个文本从一个情

景中移出并被植入另一个情景之中。［19］［20］这是一

个动态的话语生产过程，而且有意识形态和权力

等非话语因素参与其中。赵芃、田海龙从元话语

的角度考察再情景化过程，指出元话语经过由话

语制造者从原有情景中提取再植入新的情景这样

一个过程，不仅产生具有新的意义的新话语，更重

要的是，能从这个过程中看到由元话语引起的、由
众多新话语相互关联起来的、关于元话语的话语

史。［21］在这个话语生产的历史中，元话语的制造

者和再情景化始作俑者参与话语实践的痕迹一目

了然，元话语的文本和通过再情景化产生的新话

语也尽收眼底。赵芃、田海龙从元话语视角对再

情景化的解读，为从话语角度解读跨文化交际提

供了思考空间，也为提出一个再情景化模式奠定

了思考基础，对进一步深入探究作用于话语生产

过程的权力因素以及新话语的意义生成机制提供

了可能。［22］

再情景化模式包括以下几个分析步骤:

1) 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 包括确定被移动的

文本，思考随文本被移动的意义是什么，等等;

2) 确定原始情景: 包括确定元话语所处的原

始时间和空间，思考元话语的制造者及其与接受

者是什么关系，等等;

3) 确定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 包括确定是谁

造成了再情景化过程的发生，等等;

4) 确定新的情景: 包括确定元话语所处的新

时空，思考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与新话语的接受

者是什么关系，等等;

5) 确定新话语在新情景中的新意义: a) 对再

情景化的始作俑者而言: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否

实现? b) 对元话语而言: 元话语与新场景其他构

成成分有什么新关系产生? 这种新关系产生什么

新话语? c) 对新话语的接受者而言: 他对再情景

化的反映是什么? 他认定的新意义是什么? 他接

受还是拒绝他所认定的新意义?

四、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

我们应用这个再情景化模式对纽约街头一个

大广告屏中播放的中国宣传片( 见下图) 进行具体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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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华网播发的一幅矗立在纽约街头电视

广告牌的截图画面。六名中国航天员出现在画面

当中，这个画面居于图片的中央，上面一幅较小，

下面一幅较大，这个画面的左边和右边都有不同

的商品广告在播放。街头有行人走过，一名行人

在拍照，但他的镜头不是对着广告牌，而是别的

方向。
对本文作者来说，这幅中国航天员的画面是

再熟悉不过了。在中国他们是航天英雄，是国家

的功臣，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也是国家的骄傲。
但是，他们所代表的这些意义会随着他们图像的

出现而在纽约街头存在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需

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差

异，考虑跨文化交际的机制。这样一个跨文化交

际的案例可以用上面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来分

析和解读。
1． 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

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是应用这个再情景化模

式的第一步，包括确定被移动的文本以及随文本

被移动的意义。就这个案例而言，所要确定的元

话语首先是带有六名航天员照片的图像，同时要

明确，随这个图像移动的还有这个图像承载的意

义，即祖国的强盛。然而，根据前文对话语概念的

界定，在确定什么是元话语时，不能简单地认定意

义的体现形式，如文本或图片，而要考虑与这些表

意形式密不可分的社会语境因素。换言之，确定

被移动的元话语还要把图像和意义结合起来作为

一种社会实践来认识，将元话语确定为一种向世

界“表明中国强盛的行动”。
2． 确定原始情景

确定原始情景是应用这个再情景化模式的第

二步，内容包括确定元话语所处的时间和场景，思

考元话语的制造者及其与接受者是什么关系。在

时间层面上，可以确认这个图片产生于中国航天

事业发展、中国航天员顺利从太空返回的历史时

刻; 在空间层面上，可以确认它存在于对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也可以出现在某个庆祝

日的街头。就元话语的制造者而言，这个元话语

的直接制造者可以是某个商业公司，但它的投资

方一定是某级政府机构或某个政府部门，因为只

有政府机构才是这个元话语最大、最直接的受益

者。这个元话语的接受者显而易见是观看这个图

片的人，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少年或中国街

头的市民，他们与元话语制造者的关系是“接受 －

宣介”的关系，从交流的渠道来看是单向的，从社

会结构的角度看是制造者的地位高于接受者。
3． 确定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

依据这个再情景化模式，接下来就要确定再

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即确定是谁造成了再情景化

过程的发生。就这个案例而言，是要分析谁将这

样一个出现在中国庆祝场所或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的图片放在纽约街头的。可以确定是具有一定财

力的机构所为，而且是中方机构。但是，资料所

限，具体是政府还是商业公司所为，是哪级政府或

哪个政府部门所为，或是哪个商业公司所为，就无

法肯定了。然而，就这个案例而言，确定是中方机

构促成了这个再情景化行为的发生即可，因为这

已经为确定始作俑者的目的奠定了基础。
4． 确定新的情景

接下来就要确定新的情景，这是很重要的一

个步骤。首先，要确定元话语所处的新时间和新

空间。在时间层面，可以确定这个新情景在原始

情景之后; 在空间层面，这个新场所是在纽约的街

头，而且是商业区的街头。其次，要思考再情景化

的始作俑者与新话语的接受者是什么关系。上面

的分析明确了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机构，

而且是一个中方机构。这个被植入到新情景中的

元话语可以称为新话语，它的接受者不再是中国

庆祝日里欢庆胜利的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爱国

主义教育场所的青少年，而大部分是纽约街头的

游客或行人。这里中方机构也不再高于新话语接

受者地位。换言之，机构还是在“宣介”，但接受者

也不再是扮演“接受”的角色了。这种新的宣介者

与接受者的关系，以及元话语所处的新时空，对元

话语转变成新话语进而产生新意义，都有一定的

作用，这将在下一个分析步骤中详述。
5． 确定新话语在新情景中的新意义

这个分析步骤是应用再情景化模式的最核心

部分，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 1) 对再情景化的始作

俑者的新意义; 2) 对元话语的新意义; 3) 对新话语

接受者的新意义。
前面的分析确定了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是中

方机构，那么，新话语在新情景中对他而言的新意

义就是他的目的是否已经实现，即他的行为价值

是否实现。他的目的或行为预期价值可以有多

个，比如，提升这个公司或政府部门的知名度，或

者是宣传中国的航天精神。但是，如果把中国航

天员图像搬到纽约街头的中方机构这样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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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话语制造者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宣介中国

强盛，那么他的这一目的就不如元话语制造者的

宣介目的那样有效。如果没有充足的研究证明再

情景化的始作俑者把这个图像放在纽约街头能够

收到有效的宣介效果，那么至少可以认为中方机

构的宣介效果没有元话语制造者在国内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效果更好。
在第三步确定新的情景时，我们确定中方机

构把元话语置于一个新的情景之中。这个新的情

景既是一个新的时空，也是一个包含不同接受者

在内的多成分构成体。元话语与新情景中各种成

分之间的关系，与其在原始情景中与这种成分之

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图像还是原来的展示航

天员风采的图像，但是元话语已成为新话语，具有

新意义了。如果元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向世

界“表明中国强盛的行动”( 见第一步的分析) ，那

么新话语相对于元话语的新意义或许就是，向世

界“表明中国正在崛起的行动”。这种新意义一方

面取决于这个图像与周边图像的关系，如比左右

两边的商业广告面积更大，另一方面取决于图像

中航天员所处的“前景”位置以及他们目光与观看

者的接触。如此产生的“构图意义”和“人际意

义”都较右边一幅有人像的广告以及左边没有人

像的广告更醒目。［23］ 特别是图像居高临下的位

置，航天员俯视路人的那种自信的神态，更是强化

了新话语的新意义。
接下来讨论对新话语接受者的新意义。处于

新的情景之中的新话语，其接受者便是纽约街头

的游客和行人。他们看到这样一幅图像矗立在纽

约街头有什么反映? 是否也认为这是中方机构表

明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行动”? 准确回答这样的

问题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手段，但是，仅从这个

截图图像中路人的反映来看，他们似乎不是特别

关注这样的行动。这表明，中方机构通过再情景

化的手段将元话语从其原始情景移除，并置于新

的情景之中。尽管通过这样的过程，中方机构创

造出新话语，但是这个新话语在新的情景中由于

接受者的原因，使其新意义的认可度大打折扣。
五、讨论与结语

依据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对跨文化交际的

这个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此过程中有两个

明显的变化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被移动的元话语变成了新情景中的新

话语。分析表明，尽管图像没有变化，但由于情景

的变化，这个图像由“表明中国强盛行动”的元话

语变成了“表明中国崛起行动”的新话语。正所

谓，情景决定了意义。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古老的

命题，“再情景化模式”的贡献在于，它说明了新话

语是由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创造的。因此，新话

语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由语境决定的，而是由依托

一定机构的社会人“赋予”［24］的。上面的分析表

明，如果没有中方机构制造这个再情景化行为，也

就不会产生新话语，不会赋予这个新话语以新意

义，更不会有新话语的新意义和新实践。
第二，原始情景变成了新情景。这里的情景，

包括时空和交际双方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由交

际双方共同主观建构。［25］原始情景中，元话语的

接受者认可元话语制造者的宣介，所以宣介的效

果尚好。在新情景中，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对新

话语的接受者来说没有了被认可的权威，所以他

的宣介效果就变得捉摸不定。通过上面的分析可

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一方要取得好

的交际效果已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需要考虑另

一种文化情景中的交际方的实际情况。
以上两个变化体现在话语和情景上，但实际

上是跨文化交际主体本身的变化。跨文化交际的

主体实际上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关注他们在话

语实践中的作用，研究他们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

作用，分析他们赋予符号以意义的手段和策略，实

际上是话语研究与仅关注交际形式的任何其他研

究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提出的“再

情景化模式”对从话语角度探究跨文化交际的机

制或许是一个贡献。当然，这样一个模式还需要

在更多的案例分析中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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